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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斯兰世界逐渐摆脱殖民统治后，纷纷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
并以不同方式尝试民主化。 然而长期以来，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处于滞

后状态，这与伊斯兰世界经历的政治演变及其导致的各种消极结果密切相

关。 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滞后的成因主要包括“舒拉”协商制度的解体

和乌里玛宗教学者阶层的衰败，殖民统治和新殖民主义的影响、极端世俗

化模式存在弊端、宪政体制趋于瓦解与议会制度面临失败，以及威权政体

变异等。 本文从伊斯兰国家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其民主化进程延缓与滞

后的内在根源，为学界研判伊斯兰国家未来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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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滞后的成因探析


　 　 长期以来，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并不顺利，甚至在有些国家实行民主政治

后反而使社会治理恶化。 ２０１０ 年以来“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运动

导致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和叙利亚等国经历政权更迭或陷入长期内战，其溢

出效应也波及土耳其和伊朗，从而引发学界对伊斯兰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关注以及对

“伊斯兰教与民主能否兼容”的讨论。 从更大范围来看，受教俗关系、政教关系、殖民

统治等多重因素影响，伊斯兰国家目前民主化程度总体不高。 本文认为，伊斯兰国

家民主化进程滞后的成因主要包括“舒拉”协商制度解体和乌里玛阶层衰败、殖民统

治和新殖民主义的影响、极端世俗化模式存在弊端、宪政体制趋于瓦解与议会制度

面临失败，以及威权政体变异等。

一、 “舒拉”制度解体与乌里玛阶层衰败

如果说民主化的实质是公众在行使参政议政和对监督权力机构的权利，那么异

曲同工的伊斯兰“舒拉”制度则强调国家和个人在宏观与微观事务方面的决策须经

过所有相关者的磋商。 《古兰经》要求穆斯林“他们的事务，是由协商而决定的”（４２：
３８）。① 此外，尽管先知穆罕默德是天启的接受者，但真主还是命令他“当与他们商议

公事”（３：１５９）。 因此，哲马鲁丁·阿富汗尼（ Ｊａｍｌ ａｌ⁃Ｄｉｎ ａｌ⁃Ａｆｇｈａｎｉ）认为，根据“舒
拉”制度，权力终属人民，在未得到人民同意的情况下，统治者无权支配任何事务。②

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其弟子艾布·伯克尔应众人推举成为国家领袖；其后，欧麦

尔、奥斯曼和阿里成为继任者，后人称他们为四大正统哈里发，原因就在于他们行政

透明，坚持“舒拉”制度且尽可能与他人保持意见一致，但绝非屈从于权势或不择手

段地打击批评者和反对者。 然而，自倭玛亚王朝起，哈里发制度被蓄意改为君主世

袭制。 这种政体不仅取代了“舒拉”制度，而且还使部分哈里发为压迫赋予合法性伪

装甚至肆意操纵伊斯兰教，如关于前定相对自由意志的教义辩论等。 虽然倭玛亚王

朝被阿拔斯王朝替代，但“舒拉”制度并未得到恢复，而是依旧维持专制统治。 不仅

如此，在当时“维齐尔”（Ｗａｚｉｒ，大臣）和“库塔布”（Ｋｕｔｔａｂ，书记官）的广泛影响下，依
照伊斯兰教时代以前波斯帝国的君主制模式，阿拔斯王朝引入并形成了独裁政体和

帝国体制，最终导致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 这些军阀不甘心担任外省总督而自封为

王，其中部分军阀在巴格达掌握实权、削弱哈里发的权力并逐渐使其沦为傀儡。 这

种状况在白益王朝（或译“布韦希王朝”）统治时期尤为突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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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遏制内耗与加强民众的团结统一，阿里·本·穆罕默德·马沃尔迪（Ａｌｉ ｂｉ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Ｍａｗａｒｄｉ）创制了一种“协议”，即哈里发承认篡权者对政策的控制权和

对政府的管理权，作为回报，篡权者也对哈里发作为宗教事务领袖的权威给予认

可。① 此后，这种“协议”逐渐被转化为“埃米尔控权制度” （ Ｉｍａｒａｔ ａｌ⁃Ｉｓｔｉｌａ）。 至艾

布·哈米德·安萨里（Ａｂｕ Ｈａｍｉｄ ａｌ⁃Ｇｈａｚａｌｉ）时代，该“制度”已被广泛接受。 作为伊

斯兰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改革派学者，安萨里虽对该“制度”持批判态度，但迫于形势

也只能妥协，其理由是伊斯兰法学中的“为势所迫”决定判断及其实践的合法性（Ａｌ⁃
Ｄｈａｒｕｒａｔ Ｔｕｂｉｈｕ ａｌ⁃Ｍａｈｚｕｒａｔ）。② 然而，除顺应变革外，安萨里未曾考虑过，君主专制

释放出了逐渐损害社会与国家整体结构且难以预料和控制的破坏力，因为该“制度”
根本不具备吸纳其他良法善治的能力，所以安萨里所顾及的也只能是一再妥协。 安

萨里指出，就任哈里发职位，理论上有三种方式，即先知穆罕默德的任命、在任哈里

发的任命、大众对某个在军事与政治上具有实力的个人或团体表示顺从的“选举”③。
但是，安萨里却只字未提“舒拉”制度可作为理论上潜在的第四种或首要方式，即统

治者经被统治者选举产生。 相反，安萨里却声明：“现如今就任哈里发职位完全取决

于军权，因此（来自阿拔斯家族的）人，只要军权的掌握者对其公开表示效忠，那他便

是哈里发……若军队的掌握者（军阀）公开宣称效忠哈里发……则所说的军阀作为

一个合法苏丹理应予以认可，他的命令与裁决必须在王国各地得到遵从和执行。”④

１２５８ 年，蒙古人入侵巴格达，推翻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政权。 之后，马穆鲁克人

在开罗建立了名义上的哈里发政权，并为武力夺取权力铺平了道路。 确切地说，该
道路是由马穆鲁克控制下的开罗最高法官伊本·杰玛阿（ Ｉｂｎ Ｊａｍａ）铺平的。 他指

出：“为穆斯林大众的幸福安康与团结统一，（若）某人以武力手段和军权契约取得了

伊玛目（国家领袖）权力，其后他人凭己之力和（掌控的）军队征服了前者，则前者便

被废黜，而后者则将成为伊玛目。”⑤为支撑此观点，伊本·杰玛阿还引证了伊本·欧

麦尔（ Ｉｂｎ ‘Ｕｍａｒ）的著名格言“我们与胜利者同在！”（Ｎａｈｎｕ ｍａａ Ｍａｎ Ｇｈａｌａｂ）。 于

是，“舒拉”制度便被人为公开地废黜了。⑥ 同时，“权力即权利”这一原则，也被当权

者作为信条正式确立下来，而《古兰经》中关于“舒拉”的命令，则通常只会被当权者

作为“座右铭”展示于会客厅的墙壁上。
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角度来看，“舒拉”制度的解体与乌里玛（‘Ｕｌａｍａ，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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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ｒ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９８７， ｐ．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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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阶层的衰败有直接关系，因为穆斯林大众期望的乌里玛，不仅是知识的传承者，
更是包括“舒拉”制度在内的伊斯兰法的捍卫者。 安萨里留给后辈的警示是，在他所

处的时代，大多数乌里玛都沦为了“邪恶学者” （ａｌ⁃Ｕｌａｍａ ａｌ⁃Ｓｕ），其表现是作为个

人的乌里玛由于傲慢、贪婪、自私、虚伪而衰败，而作为整体的乌里玛阶层由于并未

尽忠职守（即扬善抑恶）也同样失败。 因此，安萨里认为，当乌里玛屈于世俗诱惑时，
如对财富、权势的痴迷和追逐，就已沦为了腐败分子，而当他们被世俗的享乐诱入陷

阱、走上歧途时，则履行自己应尽职责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甚至可能会变为犯罪分

子。 乌里玛尚且如此，何况那些王公贵族和当权者？ 以这样的统治者和乌里玛为典

范，民众必然整体走向“灾难”而难以逃脱。①

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学术界也随之急剧退化，尤其是伊斯兰法学的衰落加速了

人们对“舒拉”制度的遗忘。 而且自 １０ 世纪伊斯兰法“创制”（ Ｉｊｔｉｈａｄ）大门的锁闭以

及“仿效”（Ｔａｑｌｉｄ）前辈的盛行，至 １９ 世纪，似乎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已普遍赞同追随

某个法学派，而非曾经思想开明的学术和本着学术批判精神及实践原则对各种理论

和观点进行持续的反思和更新。 “有些人甚至更加离谱，他们不仅继续模仿这个或

那个伊玛目……而且还仿效该法学派某个特定法创制者，例如马立克学派法学家哈

利勒·本·伊斯哈格·君迪（Ｋｈａｌｉｌ ｉｂｎ Ｉｓｈａｑ ａｌ⁃Ｊｕｎｄｉ），因为在他们看来，对某个特

定创制者的偏爱，说明此人更胜于同一学派中的其他创制者。”②在此氛围中，“创
制”变得令人生厌，而“仿效”即便不是教义信条，也成了必须遵守的法规。 这种状况

不仅存在于法学中，而且还渗透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因为根据“创制”
的定义及其在早期穆斯林社会中进行实践的成功经验，发展是创新的果实，但穆斯

林冷落“创制”和盛行“仿效”不可避免地导致“舒拉”制度的解体和传统伊斯兰文明

的整体衰落。 用阿尔及利亚思想家马立克·本·纳比（Ｍａｌｉｋ ｂｉｎ Ｎａｂｉ）的观点来说，
伊斯兰世界因此而沦为了适于列强开拓的殖民地。③

二、 殖民统治的结果与新殖民主义的影响

自 １３ 世纪后半叶起，伊斯兰古典文明开始走向衰落，因而伊斯兰世界在面对文

艺复兴之后日益强盛的欧洲殖民者时完全丧失了抵御能力。 令人深思的是，后者曾

学习并受益于前者。 １６９９ 年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签订的《卡尔洛夫奇条约》导致伊斯

兰世界进一步衰落。 此后，处于殖民统治下的伊斯兰世界，最亟需解决的政治问题

是如何应对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 然而，由于此问题极为复杂，所以在被殖民的穆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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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ｙｙａｈ， １９８９， ｐ． １７１．

Ｍａｌｉｋ ｂｉｎ Ｎａｂｉ， Ｍｕｚａｋｉｒａｔ Ｓｈａｈｉｄ ｌｉｌ⁃Ｑａｒｎ， Ｂｅｉｒｕｔ： Ｄａｒ ａｌ⁃Ｆｉｋｒ ａｌ⁃Ｍｕａｓｉｒ， １９８４， ｐｐ． ４７， ３１９－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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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团体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分歧。 例如，在被法国视为领地的阿尔及利亚，
受法式教育的穆斯林在争取完全平等的同时也接受了同化政策，为实现这一目标，
还于 １９１２ 年组建了名为“青年阿尔及利亚”的政党。① 但是，同化政策因伴随着对当

地伊斯兰文化根基的破坏而遭到当地许多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教界人士的强烈抵

制。 １９３６ 年，同化主义者代表法尔哈特·阿巴斯（Ｆｅｒｈａｔ ‘Ａｂｂａｓ）在一次演讲中说：
“若我发现了一个称为阿尔及利亚的国家，我必将是这个国家的一名民族主义者。
然而，我不会为这个阿尔及利亚祖国献身，因为这样一个祖国根本不存在……”②此

后，“阿尔及利亚乌里玛协会”创始人阿卜杜·哈米德·本·巴蒂斯（‘Ａｂｄ ａｌ⁃Ｈａｍｉｄ
ｂｉｎ Ｂａｄｉｓ）回应阿巴斯的立场说：“我们研究发现，正如其他国家一样，阿尔及利亚这

个伊斯兰国家具有宗教与语言的统一性，尤其是她那独具特色的文化与传统。 的

确，犹如其他国家一样，有些文化与传统是值得赞扬的，同时也有一些是应当远离

的。 最关键的是，这个作为伊斯兰国家的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也不可能是法国，更
从未渴望过要成为法国。 她在语言、道德伦理、民族渊源和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都

完全有别于法国。”③显然，巴蒂斯强调的是，阿尔及利亚具有的是伊斯兰特征，而非

法国特征。 因而有学者指出，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演变有效清除了同化主义者提出的

“伊斯兰式世俗化个人主义者”的可能性。④

同样，在生活着大量穆斯林的印度次大陆⑤，１８５７ 年反英起义失败后，印度穆斯

林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派接受了英国具有支配地位的现实，而另一派则予以拒绝并

继续寻求可替代方式。 在亲英派穆斯林团体中，西化程度最高的是由赛义德·艾哈

迈德·汗（Ｓａｙｙｉｄ Ａｈｍｅｄ Ｋｈａｎ）领导的团体。 １８５７ 年起义前，艾哈迈德·汗不仅在

与英国合作方面，而且在西方与伊斯兰思想一体化的立场上，以其忠实信徒的姿态

公开亮相。 他将许多西方作品译成多种印度文字，并对《古兰经》进行了注解，详述

了自己的政治信念，并以宣传亲英政治思想为宗旨创办了“穆罕默德·盎格鲁东方

学院”（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ａｎ Ａｎｇｌｏ⁃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⑥。 艾哈迈德·汗的多方尝试宁愿费尽

周折求助西方思想，也不愿理会印度优秀的伊斯兰文化遗产。⑦ 因此，阿富汗尼于

１８７９～１８８２ 年在印度旅居期间对其予以了严厉批判。 然而，尽管许多穆斯林对艾哈

迈德·汗持保留意见，也有人对其提出的方案持绝对批判态度，但很少有人公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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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ｏｈｎ Ｖｏｌｌ， Ｉｓｌａｍ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ＳＵＰ， １９９４， ｐ． ２２０．
Ｍｕｄｄａｔｈｉｒ ‘Ａｂｄ ａｌ⁃Ｒａｈｉｍ， Ｂａｙｎ ａｌ⁃Ａｓａｌａｈ ｗａｌ Ｔａｂａｉｙｙａｈ Ｔａｊｒｉｂａｔ ａｌ⁃Ｉｓｔｉｍａｒ ｗａ Ａｎｍａｔ ａｌ⁃Ｔａｈａｒｒｕｒ ａｌ⁃

Ｔｈａｑａｆｉ ｆｉｌ Ｂｉｌａｄ ａｌ⁃Ａｓｙａｗｉｙｙａｈ ｗａｌ Ｉｆｒｉｑｉｙｙａｈ， Ｋｈａｒｔｏｕｍ： Ｋｈａｒｔｏｕ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 ｐｐ． １４－１５．
Ｉｂｉｄ．， ｐｐ． １５－１６．
Ｊｏｈｎ Ｖｏｌｌ， Ｉｓｌａｍ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ｐ． ２２２．
殖民时代的印度次大陆生活着大量穆斯林，印巴分治后，虽然独立后的印度不是伊斯兰国家，但伊斯

兰教依然为第二大宗教；而巴基斯坦，包括东巴即现在的孟加拉国，为伊斯兰国家。
Ｊｏｈｎ Ｖｏｌｌ， Ｉｓｌａｍ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ｐ． １１２．
Ｎｉｋｋｉ Ｒ． Ｋｅｄｄｉｅ， Ｓａｙｙｉｄ Ｊａｍａｌ ａｄ⁃Ｄｉｎ ａｌ⁃Ａｆｇｈａｎｉ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２， ｐｐ． １５２－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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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或支持阿富汗尼号召的反英运动，因为受过教育的印度穆斯林当时还得依赖政

府雇用，而且英印政府为制衡由印度教教徒支持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倾向于偏袒穆斯

林，其实，英殖民者的最终目的是为挑起各宗教间和民族间的矛盾，以便分而治之。
２０ 世纪初，当反英情绪在穆斯林群体中再次被激起时，印度受过良好教育的穆斯林

开始公开表达了对艾哈迈德·汗及其方案的批判且毅然响应了阿富汗尼的反英号

召，并与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英殖民统治者。① 此外，当时印度还出现了新一代

受现代西方教育的穆斯林，其中最杰出的是穆罕默德·伊克巴尔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ｑｂａｌ）。 伊克巴尔关于现代穆斯林的状况，特别是对“重构伊斯兰宗教思想”的思考

极具魅力。 尽管他赞赏凯末尔推行的土耳其世俗化模式的积极层面，但也毅然批判

了凯末尔的极端世俗主义思想，因为欧洲的政教分离思想在伊斯兰教中是根本不存

在的，因而不应当盲目引进和采纳。②

实际上，在西方殖民统治下的伊斯兰世界，其政治、经济、司法、教育以及文化体

系经历了彻底变革，即使在成为民族独立国家后的几十年中，这些国家的许多领导

者仍停留于非常严重的心理奴役和文化隔阂状态中，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新旧

殖民主义者的眼睛才能认知这个世界，包括认知自身及其传统。③ 这也是二战后西

方国家新殖民主义影响的具体表现，即以间接且更为隐蔽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

政治、经济、文化渗透，从而将后者置于其控制之下，以便使之继续充当其商品市场、
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并最大限度地榨取后者的财富。 新殖民主义对伊斯兰世界民

主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并不亚于殖民统治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有学者指

出，美国为其自身利益和霸权需要，通常会奉行双重标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民主问

题上的两面性是借“民主”谋求霸权，又可以为霸权而抛弃“民主招牌”。④ 因此，新
殖民主义不仅给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并且还成了后者

“民主化的障碍”。⑤

三、 极端世俗化模式的弊端

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伊斯兰世界与世俗化相关问题需要理解世俗化产生的历

史背景。 第一，世俗主义形成于欧洲近代史的后期，在此期间，基督教教会与政权，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Ｎｉｋｋｉ Ｒ． Ｋｅｄｄｉｅ，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ａｙｙｉｄ Ｊａｍａｌ
ａｌ⁃Ｄｉｎ ａｌ⁃Ａｆｇｈａｎｉ，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ｐｐ． １５４－１５４， １７５－１８０．

‘Ａｂｄ ａｌ⁃Ｗａｈｈａｂ ‘ Ａｚｚａｍ，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ｑｂａｌ Ｓｉｒａｔｕｈｕ ｗａ Ｆａｌｓａｆａｔｕｈｕ ｗａ Ｓｈｉｒｕｈ， Ｌａｈｏｒｅ： Ｉｑｂ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１９８５， ｐｐ． ２－３， ２３４－２３５．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２０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８ 年

版，第 ３７３ 页。
王林聪：《论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及其前景》，载《西亚非洲》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第 ６２ 页。
丁隆：《伊斯兰教与中东民主化进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第 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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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教会与个别有现代思想的神父之间长期存在着激烈斗争，因而世俗化很大程度

上受到了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① 第二，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发展中，“人类社会的历

史进化”这一假设性推论使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卷入了至今仍具广泛影响的革命浪

潮之中，即逐渐使人类脱离了传统宗教信仰，并使其只信赖理性、科学、技术和工业

发展。 在此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西化与世俗化才是人类社会民主化的基本要素

和先决条件。 第三，以历史为本的理论研究方法来理解和处理社会与哲学问题的世

俗主义理论，如今已被有效改变为一种无神论信仰。 这种世俗主义以其各种形式与

内涵，包括宗教怀疑论与激进无神论，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得到传播，特别是在前法国

殖民地的伊斯兰国家，文化侵略与同化政策被视为是行政管理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宗

旨和目标，甚至在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几十年之后，极端世俗主义依然被视为是值得

崇奉的基本信条。 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和哈里发制度被废黜后的几十年中，世俗主义

以各种形式在伊斯兰世界取得了很大进展，例如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被改造成了

一个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极端世俗民族主义国家，因为他坚信，世界上只有一个文

明，即西方文明，一个民族要想进步，就必须成为这一文明的一部分。② 因此，凯末尔

曾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推进西方化，其中包括清除土耳其语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成

分，并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语字母来书写土耳其语，伊斯兰法也被西方法典所

取代。③

在埃及，阿里·阿卜杜·拉兹格（‘Ａｌｉ’ Ａｂｄ ａｌ⁃Ｒａｚｉｑ）主张，伊斯兰教关心的只

是精神事务，与政治毫无关系。 １９３６ 年《英埃条约》签订后，塔哈·侯赛因（Ｔａｈａ
Ｈｕｓａｅｉｎ）在关于埃及文化前景的一篇文章中坚决主张全面接纳西方模式，“好的与坏

的、甜的与苦的、引人注目的与令人厌恶的、值得赞扬的与应受谴责的，都一样”④。
此外，赛莱玛·穆萨（Ｓａｌａｍａ Ｍｕｓａ）出版了大量攻击传统阿拉伯文化的书籍，因为他

认为这种文化贯穿着太多的宗教价值，并且还以凯末尔为榜样，积极推动以拉丁字

母书写本民族语言的运动，因为这将对阿拉伯文化形成“一次大跃进”。⑤ 同时，约瑟

夫·卢森塞尔（Ｊｏｓｅｐｈ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其主要支持者后来发展成为埃及犹太社团及其追随

者）与其他人（大多数是本国的亚美尼亚与希腊少数民族）于 １９２２ 年在埃及成立了

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共产党。 同样，中东地区另一个共产党也主要是由犹太人与非

穆斯林于 １９２５ 年在巴勒斯坦建立的。 埃及共产党的最大成就则是吸收了一些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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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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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ｄｄａｔｈｉｒ ‘Ａｂｄ ａｌ⁃Ｒａｈｉｍ，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Ｂｒａｃｋｎｅｙ 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ｒａｅｇｅｒ， ２００５， ｐｐ． ３－１３．

Ｐａｕｌ Ｄｕｍｏｎｔ， “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Ｋｅｍａｌ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Ｊａｃｏｂ Ｍ． Ｌａｎｄａｕ， ｅｄ．， Ａｔａｔｕ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Ｅ． Ｊ． Ｂｒｉｌｌ， １９８４， ｐｐ． ３８， ２４７．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Ｊ． Ｓｈａｗ ａｎｄ Ｅｚｅｌ Ｋ． Ｓｈａｗ，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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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Ｋｈａｙｒ ‘Ａｂｄ ａｌ⁃Ｑａｄｉｒ， Ａｌ⁃Ｉｓｌａｍ ｗａ ａｌ⁃Ｇｈａｒｂ Ｄｉｒａｓａｈ ｆｉ Ｑａｄｈａｙａ ａｌ⁃Ｆｉｋｒ ａｌ⁃Ｍｕａｓｉｒ，

Ｂｅｉｒｕｔ： Ｄａｒ ａｌ⁃Ｊｉｌ； Ｋｈａｒｔｏｕｍ： Ｄａｒ ａｌ⁃Ｓｕｄａｎｉｙｙａｈ， １９９１， ｐｐ． ５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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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新党员，继而由后者成立了苏丹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是非洲与阿拉伯世界最

大规模和最具影响力的共产党。①

极端世俗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在伊斯兰世界的宣传工作主要由西化人士承担，
其代表人物是伊斯玛仪·迈资哈尔（ Ｉｓｍａｉｌ Ｍａｚｈａｒ）和伊斯玛仪·艾泽姆（ Ｉｓｍａｉｌ
Ａｄｈａｍ）。 迈资哈尔通过在埃及创办的出版社，翻译并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和罗素的《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等文献。② 受过俄式系统教育的艾泽姆，分别在土

耳其和埃及成立了相关协会。 然而，与宗教怀疑论有密切合作关系的极端世俗主

义，受到了以伊斯兰为信仰与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包括已西化的知识分子）和普通

穆斯林的强烈抵制，而且在看似已被无神论思想，极端世俗化和西化进程淹没的整

个伊斯兰世界，同时也伴随着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因此，许多受

过西方教育的埃及穆斯林思想家和精英都试图重新诠释伊斯兰教，继而坚定了他们

对伊斯兰教的信念。 例如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ｕｓａｉｎ Ｈａｙｋａｌ）
由于在伊斯兰思想领域著述颇丰而享誉世界，他于 １９３５ 年首次出版的《穆罕默德生

平》成为经典名著③。 同样，埃及著名思想家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卡德（ Ａｂｂａｓ
Ｍａｈｍｕｄ ａｌ⁃Ａｑｑａｄ）以其代表作《伊斯兰教的民主》阐释了伊斯兰教与民主思想的关

系，从而成为伊斯兰教最主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④ 此外，随着有关传统文

化与西方文化论争的深入，塔哈·侯赛因改变了其对埃及文化特征的原有立场，并
创作了多卷以伊斯兰文化为题材的作品，而其他著名人士包括迈资哈尔和阿卜杜·
拉兹格在内，则也都陆续响应了回归伊斯兰的趋势。

在伊朗，由于伊斯兰教既作为信仰又起到了政治改革的指南作用，所以西化知

识分子提倡的怀疑论、无神论和多神论等思想均逐渐遭到了抵制。⑤ 例如贾拉勒·
艾哈迈德（Ｊａｌａｌ Ａｌ⁃Ａｈｍａｄ）先以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思想拥护者的姿态活跃于政治舞

台，但他却最终转变成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最重要的拥护者之一。 艾哈迈德的代表

作《无神论的西方》（Ｇｈａｒｂｚａｄｅｇｉ，亦译为“西迷”）于 １９６２ 年面世，而且还出现了多

个英译本⑥，如《西毒：一场来自于西方的瘟疫》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ｏｓｉｓ Ａ Ｐｌａｇｕ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等。 简言之，杰拉利把“西毒”界定为“生活、文化、文明、思想模式上无支撑传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Ｋｈａｙｒ ‘Ａｂｄ ａｌ⁃Ｑａｄｉｒ， Ａｌ⁃Ｉｓｌａｍ ｗａ ａｌ⁃Ｇｈａｒｂ Ｄｉｒａｓａｈ ｆｉ Ｑａｄｈａｙａ ａｌ⁃Ｆｉｋｒ ａｌ⁃Ｍｕａｓｉｒ，
ｐｐ． ５９－６０．

Ｍａｊｉｄ Ｋｈａｄｄｕｒ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ｐｐ． ５７－５８．
该著作已由天普大学教授伊斯玛仪·勒吉·法鲁基译为英文，参见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ｕｓａｙｎ Ｈａｙｋａｌ，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ｓｌｍａｉｌ Ｒａｊｉ ａｌ⁃Ｆａｒｕｑｉ， ｔｒａｎｓ．， 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Ｂｏｏｋ Ｔｒｕｓｔ， ２００２．
Ａｂｂａｓ Ｍａｈｍｕｄ ａｌ⁃Ａｑａｄ， Ｄｉｍｕｑａｒａｔｉｙｙａｈ ｆｉ ａｌ⁃Ｉｓｌａｍ， Ｃａｉｒｏ： Ｍｕａｓｓａｓａｈ Ｈｉｎｄａｗｉ， ２０１２， ｐｐ． ３４－３６．
Ｍｅｈｒｚａｄ Ｂｏｒｏｕｊｅｒｄｉ，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Ｔｏｒｍｅｎｔｅｄ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ｉｓ，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 ７５．
Ａｌｉ Ｍｉｒｓｅｐａｓｓｉ，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Ｉｒ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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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无延续历史和无梯度变化曲线事件的总和”①。 艾哈迈德把民族的“无根性”状
态描述成一种在环境中传播且易受感染的疾病，或者西化就是一种致使伊朗社会遭

到“感染”并降低伊朗人民文化与生活价值的“病毒”。 然而，艾哈迈德在批判那些抛

弃自己文化和伊斯兰教的知识分子们时，并未支持过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或情绪化

反西方，因为西方思想与文明的某些方面对他的确具有吸引力。 同时，他对于传统

什叶派乌里玛阶层也进行了严厉批评，但对较为缺乏“根基”的世俗化与西化精英而

言，他仍坚持由传统乌里玛担当社会改革的领导者；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不只是为

了从殖民地掠夺资源，而且还想毁灭其语言文化、公序良俗、宗教信仰等。 因此，伊
斯兰教与什叶派乌里玛必然是伊朗抵制流行病“西毒”最为有效的“疫苗”。②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历史上第一个现代伊斯兰什叶派政权的成立对伊斯兰世界内

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使人们对几乎被看作真理的“世俗化理论”产生了彻底怀

疑。③ 因此，美国学者埃斯波西托（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指出：“献身于西化不是民主的

保证，而且伊斯兰法的应用也绝不是伊斯兰教内在独裁主义的证明。”④

显然，穆斯林学者和知识分子以及许多曾是自由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和其他主

要来源于西方“主义”的拥戴者，对伊斯兰教的“再发现”已不再是个案，而是成为整

个伊斯兰世界一股明显且稳定上升的力量。 因此，对于仍主张世俗化等同于民主化

的人们来说，有些核心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在伊斯兰世界，许多通过军事政变建立

的政权、以强制方式推行的极端世俗化社会治理模式，是民主化进程的绊脚石。 例

如土耳其的凯末尔、伊朗的礼萨·汗及其儿子穆罕默德·巴列维、突尼斯的本·阿

里等，这些世俗政体或领导者均缺乏民主精神，而且在当今类似政体与领导者中，也
无任何迹象要超越所谓的“自由专政”状态。 其次，实行极端世俗主义政策，对社会、
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也并非明智之举。 因为即便是在世俗主义发源地的西欧，
政教分离的理论与实践也不一定走向极端，或者说西欧国家已认识到极端世俗主义

的危害，所以就政治层面而言不断在世俗与宗教之间予以调和。 这充分说明统治阶

级在世俗主义与宗教思想之间给予积极引导，才是促使社会真正出现民主化的良

策。 最后，大多数世界性的宗教传统也都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复兴运动，同时与之伴

随的民主化运动也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重视，而且并不关乎时间、地点，也不

关乎政体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而是关乎民主化的实际进程。 “不应在世俗与非世

俗的世界观之间划界线，而是要在尊重与不尊重人类内在价值及其不可剥夺的权利

的世俗性或宗教性世界观之间予以区分。”⑤因此，许多观察家和学者的结论是，伊斯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ｅｈｒｚａｄ Ｂｏｒｏｕｊｅｒｄｉ，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Ｔｏｒｍｅｎｔｅｄ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ｉｓ， ｐ． ６８．
Ｉｂｉｄ．， ｐ． ７２．
Ｍｏｈｓｅｎ Ｍ． Ｍｉｌａｎｉ，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Ｉｒａｎｓ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ｔｏ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Ｃｏｌ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 ５．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 １７０．
Ｋａｔｅｒｉｎａ Ｄａｌａｃｏｕｒａ， Ｉｓｌａｍ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０３， 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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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国家的政体“必须是伊斯兰民主式的，否则只能灭亡”①，而且由于伊斯兰教面对民

主主义体现出的灵活性和在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域中的有效性，以及伊斯兰民主本身

的多样性，为了全球穆斯林的利益，有必要促进伊斯兰式民主的传播。②

四、 宪政体制的瓦解与议会制度的失败

一个多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的思想家一直在思索和讨论人们关于历史、经济、
文化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等方面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 然而，对这些关乎国家与民族

命运重大问题的研究，往往都被置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各种复杂的关系背景之

下。 在 １８６７ 至 １８６８ 年期间，哈伊尔丁·突尼西（Ｋｈａｙｒ ａｌ⁃Ｄｉｎ ａｌ⁃Ｔｕｎｉｓｉ）撰写了一部

引人注目的著作《了解国情最明确的道路》（Ａｑｗａｍ ａｌ⁃Ｍａｓａｌｉｋ ｆｉ Ｍａｒｉｆａｈ Ａｈｗａｌ ａｌ⁃
Ｍａｍａｌｉｋ）。 他指出：“首先应激励那些满腔热忱和不屈不挠的政治家与宗教专家，尽
最大可能去接受任何有益于伊斯兰团体及其文明繁荣发展的事务，而所有这一切的

基础则是优秀的政府。 其次，必须忠告穆斯林大众要谨防那些仍顽固紧闭双眼而不

去观察什么是值得赞扬的、不去留意其他宗教信徒们的实践是否符合我们的宗法律

事务的人们，因为在这些人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即非穆斯林们的所

有法律与规章制度都应被废止！”③八年后，突尼西的思想受到了奥斯曼帝国最高维

齐尔艾哈迈德·赛斐克·米泽特帕夏（Ａｈｍｅｄ Ｓｅｆｉｋ Ｍｉｄｈａｔ Ｐａｓｈａ）的大力推广，并且

于 １８７６ 年由首次建立的议会政府颁布了第一部现代宪法，但该议会政府维持了约一

年时间就宣告解体。 随后埃及与波斯（现伊朗）分别于 １８８１ 年与 １９０５ 年成立的宪

法政府，也未能逃脱同样短命的悲剧。
由于民族独立运动表面上的成功及其领导者们都渴望带着民族自决与自由逻

辑进入各自国家的后独立时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许多阿拉伯国家（例如伊拉克于

１９２１ 年、埃及于 １９２３ 年、黎巴嫩于 １９２６ 年、叙利亚于 １９２８ 年）都采取了强制推行议

会制的方式。 但事实证明，这些国家，尤其是伊拉克、埃及、黎巴嫩和叙利亚建立议

会制政府的尝试都相继以失败告终。 苏丹 １９５６ 年独立后首先推行的也是议会政体，
但首次尝试的议会政府运行不到两年就于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宣告解散，后由易卜拉欣·
阿波德（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ｂｂｏｕｄ）将军接管的军政府于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被民众运动推翻，其后

恢复的议会政府又于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被加尔法·尼迈里（ Ｊａｆａｒ Ｎｕｍａｉｒｙ）领导的军事政

变推翻并建立了第二个军政府，而尼迈里军政府于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被阿卜杜勒·拉赫

·７５·

①
②

③

Ｊｏｈｎ Ｏ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 Ｉ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ｏｒ Ｉｔ Ｗｉｌｌ Ｄｉ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ｓｔ， Ｎｏｖ． １１， ２００３．
Ｎｏａｈ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ｆｔｅｒ Ｊｉｈａ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ｏｕｘ， ２００３， ｐ． ３８．
Ｋｈａｙｒ ａｌ⁃Ｄｉｎ ａｌ⁃Ｔｕｎｉｓｉ， Ａｑｗａｍ ａｌ⁃Ｍａｓａｌｉｋ ｆｉ Ｍａｒｉｆａｈ Ａｈｗａｌ ａｌ⁃Ｍａｍａｌｉｋ， ｉｎ Ｌｅｏｎ Ｃａｒｌ Ｂｒｏｗｎ 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ｅｓｔ Ｐａ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ｆ ａ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 ｐ．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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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苏瓦尔·达哈卜（ Ａｂｄｅｌ Ｒａｍａｎ Ｓｗａｒ ａｌ⁃Ｄａｈａｂ）领导的政变推翻，其后恢复不久

的议会政府又于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第三次被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 Ｕｍａｒ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ｈｍａｄ ａｌ⁃Ｂａｓｈｉｒ）的现任政权推翻。

上述现象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也都广泛存在。 在许多以穆斯林为人口主

体的国家，立宪政体与议会政府的失败原因错综复杂。 首先，体制与组织的成功成

长和发展缺乏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 其次，独立后的国家领导人与政客倾向于将民

主体制改造成寡头政治。 再次，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采用西方制度方面缺乏

成功的实证经验。 最后，阿以冲突成为阿拉伯国家立宪与议会政体建设的重要影响

因素。 连年不断的阿以冲突对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生活一直具有毁灭与

扭曲性的冲击，事实上阿拉伯军队于 １９４８ 年耻辱性地被以色列挫败，是决定阿拉伯

国家此后多年立宪与议会政体命运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许多阿拉伯国家，从平民政

治家那里接管政权的年轻军官受到热烈欢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军政府最有可能恢

复已是伤痕累累的民族骄傲，也最有希望实现人民迫切需要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公

正，但最终却亲历了独裁带给他们的无限痛苦。①

因此，无论伊斯兰国家采用了哪种政体，最后大都沦为了威权政体或独裁政体，
而安全部队、警察与情报机构则成为各种政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目的不仅要彻

底控制政府组织和基层机关，而且还要完全控制教育、文化、媒体等各领域。 冷战时

期，民主在民族主义者和阿拉伯左翼人士眼中不仅是极其反动或一文不值的乌托邦

意识，而且往往还会遭到他们的诋毁。 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要提倡民主，也得等到

阿拉伯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和完成领土统一后。 例如萨提·胡斯里（Ｓａｔｉ ａｌ⁃Ｈｕｓｒｉ）将
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统一解释为：“谁在所属国家中拒绝彻底消灭自我，有一天他将

发现自己会被一个征服其祖国的同盟国毁灭。”②因而在埃及，为了对个人自由的支

持者和对纳赛尔军管政权的批评者给予先发制人的打击，《国家行动宪章》包含了

“对于自由的敌人，没有自由可言！”等具有挑衅性的声明。 在利比亚和苏丹，穆阿迈

尔·卡扎菲（Ｍｕａｍｍａｒ ａｌ⁃Ｑａｄｄａｆｉ）与加尔法·尼迈里参照纳赛尔主义建立的政体，
对政治自由采取了同样的敌对姿态。 此外，由于自由民主被统治者视为是虚假的资

产阶级民主，所以也遭到了全盘否定。 在叙利亚与伊拉克，复兴党甚至效仿前苏联

模式建立了更为严酷的威权政体。 在突尼斯，在其“终生”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

（Ａｌ⁃Ｈａｂｉｂ Ｂｏｕｒｇｕｉｂａ）被取代后，新政府的路线虽不同，但政体却依然如故③，而且普

遍存在的腐败堕落和政府压制伴随着广泛且肆意的侵犯人权行为，是整个阿拉伯国

·８５·

①

②
③

Ｌａｉｔｈ Ｋｕｂｂａ， “ Ｔｈｅ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Ｌａｒｒ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Ｍａｒｃ Ｆ． Ｐｌａｔｔ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ｒｕｍｂｅｒｇ， ｅｄｓ．，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 ｘｘｉｉｉ， ２９－３０．

Ｅｌｉｅ Ｋｅｄｏｕｒｉ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１９９４， ｐ． ８９．
Ｋａｍａｌ Ａｂｕ Ｊａｂ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Ｂａａ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６， 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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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治的共同现象。 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那些被关押在监狱或集中营里的人们（包
括社会名流），也就不足为奇地成了统治阶级眼中的“极端分子”乃至“恐怖分子”，原
因在于他们做出的政治抉择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如“埃及穆斯林协会”曾被统

治者称为“定叛和迁徙组织”（Ｊａｍａａｈ ａｌ⁃Ｔａｋｆｉｒ ｗａ ａｌ⁃Ｈｉｊｒａｈ）。①

五、 威权政体的变异

冷战开始以来，为赢得盟友和影响民众，西方国家自诩为民主的代言人。 事实

上，大部分西方国家出于自身战略与利益考虑而非民主原则选择支持各种威权或独

裁政体。 在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爆发的“六日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军队被以色列第二次挫

败后，很多阿拉伯国家的政体发生了戏剧性转变。 这对该地区的军政府以及其他独

裁政权产生的影响在许多方面类似于 １９４８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战败后阿拉伯国家议

会政体解体的结果。 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匮乏是阿拉伯国家遭到多次失败的主要因

素，但此结果却为埃及总统萨达特颁布自己的“开放政策”铺平了道路，而且的确在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② 然而，随着萨达特被刺杀，埃及和整个阿

拉伯世界对“民主自由”开始重新审视并严加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后掀起的第三次全球民主化浪潮几乎使“民主政体”国

家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上升了 ３ 倍，而西亚北非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均未受到此次浪

潮的影响。 在政治权利方面，西亚北非不仅是世界上“自由”最少的区域，而且也是

自 １９７４ 年以来自由平均水平实际持续下降的唯一地区。③ 《经济学人》指出，阿盟

２２ 个成员国是全球范围内清一色实行寡头统治的国家。④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同样

指出，就政治参与而言，阿拉伯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是自由度最低的。⑤

面对不断增加的改革压力，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实行威权政体的伊斯兰

国家逐渐衍生出一种“自由专制”的生存战略。⑥ 通过接纳政治定位不同的社会组织

和著名人士进入政府，新型威权政体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冠以合法和多元光环，而一

些国家还形成了事实上的世袭模式。 所有威权政体均被形容为“对异议和多元主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ｉｌｌｅｓ Ｋｅｐｅｌ， Ｍｕｓｌｉｍ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ｈｅｔ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ａｏｈ，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ｐｐ． ３５－５６．

Ｍｕｄｄａｔｈｉｒ ‘Ａｂｄ ａｌ⁃Ｒａｈｉｍ，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０９．
Ｌａｒｒ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Ｍａｒｃ Ｆ． Ｐｌａｔｔ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ｒｕｍｂｅｒｇ， ｅｄｓ．，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 ｉｘ．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Ｃａｌｌｓ ａｔ Ｌａｓ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Ｖｏｌ． ３７１， Ａｐｒｉｌ １， ２００４， ｐｐ． ５５－５６．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９， Ｈｏｕｎｄｍｉｌｌｓ：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９， ｐ． １４， ｈｔｔｐ： ／ ／ ｈｄｒ．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６９ ／ ｈｄｒ＿２００９＿ｅ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Ｌａｒｒ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Ｍａｒｃ Ｆ． Ｐｌａｔｔ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ｒｕｍｂｅｒｇ， ｅｄｓ．，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ｐ． ｘｉｖ，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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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持零容忍态度的政体，但为了“生存战略”的合法化，这些政体不得不促进并利用

“多元主义”。 例如在象征性选举和限制性政治参与中，有限的“自由”时常被用来抵

消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执行紧缩措施时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 但阿拉伯威权

政体在官方文件中至今仍保留着压制政策。①

关于“威权政体”操纵民主运动，流产的《苏丹人权宪章》 （以下简称《宪章》）可
谓典型案例。 苏丹“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于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军事政变成功后，为
逐渐使社会正常化而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其中部分政策涉及《宪章》的草拟工作。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授权“过渡国民议院人权委员会”筹划起草

《宪章》。 该文件旨在以国民人权宪章的形式产生一份报告，使所有苏丹人民不分文

化、宗教、政治倾向、种族背景，都能确认且赞同其中内容，其宗旨印证了伊斯兰教的

著名格言：“真主将维护公正的国家，哪怕它是非伊斯兰国家也罢！ 真主不会对不公

正的国家给予援助，即使它公开表明信奉伊斯兰教也罢！”②为获得国际认可，议长曾

即时督促将该《宪章》作为苏丹官方文件送至联合国总部。 然而，该《宪章》不久便销

声匿迹或被人为搁置了。
同样，《阿拉伯人权宪章》（以下简称《人权宪章》）经阿盟多年辩论后于 １９９４ 年

才有眉目，但 ２２ 个成员国无一正式批准过这部由自己拟定的《人权宪章》，这足以证

明该组织成员国总体上对民主持有的消极态度。 为挽回局面，阿盟经多次磋商草拟

了一份《人权宪章》修正案，以便能在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９ 至 ３０ 日于突尼斯举行的阿拉伯

领导人会议上得到终审，但在此修正案进入议程前，会议就已宣告结束。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５ 日，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开罗举行的第十九次伊斯兰外长会议上曾声明要将《人
权宪章》的修正案纳入《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 （以下简称《开罗宣言》）。 但其中模

棱两可的措辞导致围绕《开罗宣言》的争论持续多年，并无果而终。 此外，阿拉伯国

家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 由于来自以色列和美国连年不断的武装打击和对阿拉

伯国家领土的侵占，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民主与人权的状

况要比其他伊斯兰国家更糟糕、更悲惨。③ 因此，“阿拉伯之春”以及随之中东发生的

民主转型和变革，致使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民众对民主化道路产生了质疑。 例如在埃

及，穆罕默德·穆尔西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通过民主选举当选总统一年后，就被其亲自提

拔的国防部长塞西罢免，自此埃及又重新回归于军权统治。

·０６·

①

②

③

Ｌａｉｔｈ Ｋｕｂｂａ， “ Ｔｈｅ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Ｌａｒｒ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Ｍａｒｃ Ｆ． Ｐｌａｔｔ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ｒｕｍｂｅｒｇ， ｅｄｓ．，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 ｘｉｖ．

Ｔａｑｉｙｉ ａｌ⁃Ｄｉｎ Ｉｂｎ Ｔａｉｍｉｙａｈ， Ｍａｊｍｕ Ｆａｔａｗａ Ｉｂｎ Ｔａｉｍｉｙａｈ， Ｒｉｙａｄｈ： Ｍｕｊａｍｍａ ａｌ⁃Ｍａｌｉｋ Ｆａｈｄ， １９９５，
Ｖｏｌ． ２８， ｐ． ６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ｈｃｈｒ．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ＭｅｎａＲｅｇｉｏｎ ／ Ｐａｇｅｓ ／ Ｍｅｎａ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Ａｍｎｅｓ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Ｓｙｒｉａ，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ｍｎｅｓｔｙｕｓａ．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登录

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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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权政体编纂的各种法律文件中，虽然有时也会夹杂着一些在措辞上令人赞

许的条款，但并不意味着民主是受这些国家领导人欢迎的。 实际上，在不同威权政

体内部，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模式支配着整个民主化进程。 因此，在国家、区域和跨区

域层面，当政府机构所做的努力受到排斥时，当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个人与民间团体

的偏爱和态度成为焦点时，不同的极端局面就会显露出来。 有关调查数据显示，伊
斯兰国家民众都极其重视言论自由、新闻和出版自由、多党政治，以及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 同时，大多数穆斯林在其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对于拥护伊斯兰教和宗教领袖

的突出作用表示支持。① 全球大多数穆斯林同样赞同伊斯兰教在民主治理体系中发

挥突出作用，因为两者在根本上是兼容的。② 类似趋势已存在于一些非阿拉伯伊斯

兰国家，其中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表现明显。 民主社会尚未得

到良好建设，但其领导者正通过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沿着民主化路线努力，而且这

些领导者及其支持者们通常是从伊斯兰信仰中获取改革价值的实用主义者，而非那

些在原始经文中寻找现成蓝图的保守主义者。③

六、 结语

客观而言，在许多伊斯兰国家，民众仍在推动民主改革和建设公正的社会治理

体制。 而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频繁受阻的原因主要在于伊斯兰“舒拉”制度的解

体和乌里玛阶层的衰败致使威权主义政治文化盛行，殖民主义者推行的同化政策以

及穆斯林国家推行的极端世俗主义模式，加之新殖民主义者在这些国家策动政变、
挑起内战、扶植傀儡，都致使其政体不断变异并对其民主化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
此外，当今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威权政体及其既得利益集团，任何时候都不会情愿让

那些长期被他们压制的民众参与国家治理。 民主化进程导致的变革和转型是当今

各伊斯兰国家社会发展趋势的共同特征，但这些国家要想成功实现转型，仍取决于

其所有党派对各种相关问题和事务的思考和理解程度，因为处于全球化时代，这些

国家及其领导人注定要经历社会变革带来的各种严峻考验，并建立和增强基于本国

国情的发展自信心，也唯有如此，伊斯兰国家才有可能真正掌握自身的发展前途，而
不至于完全受制于外来势力的干涉和影响。

（责任编辑：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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